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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
——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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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  要：本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文化（TOE-C）的理论，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构建了一个技术理性和文化理性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对全国35个重点城市案例进行了详细的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的不足和财政资源短缺是阻碍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的主要因素；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建设存在3条“殊途同归”的驱动路径，具体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环境”主导下的发展模式、“技术不确定型”的发展模式和“组织+文化”主导下的发展模式；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前因组态与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前因组态形成非对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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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Cultural Rationality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Based on 35 Key Cities

ZENG Tao，WANG Shuli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31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Culture (TOE-C),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cultural ration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conduct a detailed group analysis of 35 key city cases across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big data development and the shortag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the main factor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ow-level smart cit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mart cities exist in four “different paths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There are four “common paths” for high-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s, namely, the development mode led by “technology+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mode led by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led by “organization+cultur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low-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factor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ow-level smart cities. The antecedent grouping pattern of low-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form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tecedent grouping pattern of high-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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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智慧城市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主要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成，形成一个创新的城市生态环境[1-2]。2014年及2021年，我国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智慧城市需要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平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进步不仅促进了科技在多行业的普及和应用，还显著提升了公众生活水平，因此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
现有学术场域下的智慧城市研究更多将焦点集中于技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贡献[3]、实现模式[4]及对区域整体经济的影响[5]等方面，鲜有针对智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以智慧城市为例，通过定性比较研究，揭示其发展建设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解释精细化治理过程中智慧城市的运作机理和实现逻辑。
智慧城市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它依赖于融合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来强化城市的建设工作[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组态理论为出发点，探讨智慧城市的提升路径问题，同时为在复杂的环境背景下解读社会现象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7]。拉金[8]从布尔代数与集合论的角度，在1978年提出了一种用于解决复杂类因果关系的QCA（全称？？）方法[9]。此处缺乏过度，TOE（全称？？）理论是由Tornatizky和Fleischer等建立起来的（文献？？），其框架深入地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维度探讨了影响基础组织的各种要素，它构成了一个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全面分析框架。利用这一方法，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深入探讨影响技术创新的核心因素和作用原理。因此，该方法在选择变量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扩展能力，并在近几年的复杂治理问题研究中被广大研究者采纳[10]。此外，城市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载体，它反映了文化，而城市则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本文将“文化”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创新维度嵌入“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中，形成智慧城市构建的全新解释框架，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将西方理论内涵与中国本土化实践进行有效结合的探索与回应。
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对智慧城市影响机理及组态发展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引入技术-组织-环境-文化（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culture，TOE-C）理论，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构建一个结合技术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分析框架。并利用fs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含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在技术、组织、环境以及文化4个方面因素的组合路径探索。本文着重研究如下核心议题：是否有必要的条件来影响高/低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存在哪些途径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促进高水平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条件对于政府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建设更重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低水平智慧城市开发与建设的前因组态？
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围绕“智慧城市”这一主题，归纳了国内外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构建范式等，着重分析其影响因素，并作出较为综合的概括与评述。
2.1.1  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智慧城市的研究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研究体系，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未来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电信与城市》一书中提出，城市建设必须重视以城市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并为其提供高效的社会支持。之后又有学者提出“智能城市”，将其定义为由先进材料、传感设备、电子设备等构成的一种信息网络，通过数据库、追踪和决策等手段，为城市提供安全、绿色、高效的服务[11]。随着时代发展，对“智慧城市”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思考，以及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2]。众多学者开始深入探讨智慧城市的定义和未来发展趋势[13]。
当前，国外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质性和案例研究两方面。K. A. Paskaleva[14]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欧洲12座城市的综合调研，有学者针对欧洲电子城市治理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以期为构建智慧城市提供参考。Jin J.等[15]已有研究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市架构，将整个城市的信息系统整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已有信息。基于理论思考，A. Vanolo[16]有的学者结合意大利智慧城市这一典型案例，对欧盟关于智慧城市的论述进行梳理，并对智慧城市中第三方行动者与公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实证研究。还有学者从不同的政策角度出发，对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差异的成因进行相关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一种清晰的思路[17]。
2.1.2  国内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在2008年，IBM公司提出了以新技术为动力的“智慧城市”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18]。《智慧城市辞典》和《智慧城市论丛》等都是对国内外有关“智慧城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随着城市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有学者提出精准治理的新范式，即城市精细化治理，它涵盖了治理内涵、治理内容[19]、治理范式[20]以及治理路径的选择[21]等，但是对于如何从全局和特定的视角来阐释智慧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没有深入研究。针对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构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22]、“因素-行为-绩效”间的理论模型[23]以及从社会风险角度进行的研究[24]。但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都是定量化研究，缺少对各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研究，以把握其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趋势。
因此，本研究以我国部分有代表性的智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fsQCA为研究方法，在修正后的TOE-C框架基础下，参考已有成果，对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进行界定，从而搭建一个技术理性和文化理性相结合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分析框架，结合政策对比，阐释智慧城市建设、治理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创新路径。
2.2  分析框架修正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在TOE框架的基础下，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环境层面，并借鉴国内外对政府创新政策的采纳理论和实践，增加一个文化维度，初步构建一个调试拓展后的TOE-C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影响组织的技术应用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所增加的文化维度则是对TOE框架的本土化修正，即最终形成如图1所示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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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技术-文化理性框架图
Fig.1  Techno-cultural rationality framework 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2.2.1  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主要包括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和上级压力3个二级条件。在当今时代，城市建设逐渐向着现代化以及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技术在其中得到广泛运用，进一步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26]（缺乏文献25的标注）。同时在智慧城市的开发与建设中，财政成为了最根本的支柱力量。在财政资源的支持下，可以促进科技的创新和提高城市的创新效率，从而实现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27]。在当前形势下，地方政府通过“上级压力”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压力对下级政府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有助于确保其工作目标实现。因此，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各级政府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必要保障[28]。
2.2.2  文化理性
文化理性方面主要包括文化开放度和文化科学素养两个二级条件。城市的文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29]。在推动城市经济和科技发展过程中，文化交流对于丰富和发展都市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技术。此外，智慧城市的文化评价指标里面最重要的人才发展制度中文化占比较大，一座城市的人力资源总量和素质，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也决定了它能否真正走向智能发展。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构建
3.1  定性比较分析
本研究从组态理论视角深入探讨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多种驱动路径，并使用fsQCA方法对35个重点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深度的实证研究。在选择fsQCA方法时，关注了几个核心因素：首先，QCA方法融合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并以真实案例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对复杂现象的深入探究，实现理论与实践案例之间的深度互动[30]。第二，QCA以集合论为基础，组态视角为切入点，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深入剖析[31]。第三，QCA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确定动态互补、配置等效，以及在前置条件间的不对称原因[31]；同时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多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fsQCA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层面上不同程度影响因子的细微差别。
3.2	测量与校准
3.2.1  结果测量
本研究选择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作为研究的结果变量。依据样本城市在《2021—2022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结果通报》中所获得综合影响力评分，作为衡量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
3.2.2  条件测量
技术理性——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和上级压力。大数据发展水平的测量参考陶克涛等[32]的测量方法，并根据《中国大数据发展态势与大数据发展指数研究》中所使用的商用指数、民用指数和政用指数这3个指标来进行评估。依据赵云辉等[33]提出的财政资源支持测量方法，并参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公开的一般公共预算对科学技术的支出（亿元），将其作为评估政府财政资源支持能力的量化指标。在测量上级压力时，参考阚艳秋[34]的测量方法，并以样本城市是否被选为国家智慧试点城市和国家公布的次数作为评估标准。在样本城市没有被纳入试点的情况下赋值为 0，而纳入一次试点则赋值为1，以此类推，最终赋值结果有 0、1、2、3共4种情况。
文化理性——文化开放度和文化科学素养。文化开放度的测量借鉴于文轩[35]的测量方法，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tect investment，FDI）（亿元）作为衡量文化开放度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文化科学素养的测量借鉴陈伟惠[36]智慧城市文化评价指标中的人才发展制度，将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作为测量文化科学素养的测量指标，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Table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大数据发展水平
	43.081
	18.288
	6.740
	79.970
	35

	财政资源支持
	96.011
	125.544
	1.361
	488.700
	35

	上级压力
	1.429
	0.838
	0.000
	3.000
	35

	文化开放度
	37.620
	53.604
	0.296
	239.560
	35

	文化科学素养
	58.145
	31.444
	9.520
	133.010
	35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78.372
	5.920
	63.590
	87.980
	35


3.2.3  数据校准
在使用fsQCA方法时，为案例分配集合隶属分数的步骤被称为校准[37]。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定了完全隶属度为95%和完全不隶属度为5%，并设定交叉点的校准标准为50%的分位数[32]。表2详细列出了各条件和结果的校准数据。
表 2   条件与结果的校准
Table 2  Calibration of conditions and results
	变量类别
	条件和结果
	校  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85.889
	80.050
	65.912

	技术条件
	大数据发展水平
	75.764
	40.290
	20.766

	组织条件
	财政资源支持
	408.033
	39.508
	4.265

	环境条件
	上级压力
	3.000
	1.000
	0.000

	文化理性
	文化开放度
	151.314
	12.052
	1.033

	
	文化科学素养
	114.624
	59.451
	15.328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表3可以得出，对于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5个条件，其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这意味着这些条件并不能作为决定智慧城市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也反映出智慧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并进一步强调了技术、组织、环境和文化这4个方面的联动对结果协同效应的重要性；在分析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时，非大数据发展水平和非财政资源支持这两个条件的一致性都超过了临界值0.9。由此推断这些条件与低水平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关系，即低信息化和低财政投入的“双低”状态将不利于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
表 3   QCA方法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Table 3  Necessity test for individual conditions of 
the QCA method
	前因条件
	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
	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大数据发展水平
	0.851
	0.903
	0.463
	0.476

	非大数据发展水平
	0.506
	0.493
	0.905
	0.855

	财政资源支持
	0.762
	0.912
	0.423
	0.491

	非财政资源支持
	0.575
	0.507
	0.924
	0.790

	上级压力
	0.848
	0.717
	0.688
	0.563

	非上级压力
	0.483
	0.615
	0.654
	0.806

	文化开放度
	0.782
	0.889
	0.455
	0.501

	非文化开放度
	0.561
	0.516
	0.899
	0.800

	文化科学素养
	0.654
	0.719
	0.578
	0.615

	非文化科学素养
	0.650
	0.614
	0.736
	0.673


4.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根据现有评定准则并考虑样本数据整体状况，设置一致性阈值为0.9，频数阈值为1，PRI 值为0.75[10]，利用fsQCA3.0软件分析充分性条件，得到复杂解、简单解及中间解，汇报中间解，并辅助简单解加以补充[31]。研究结果揭示，5个不同的条件下，高水平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多样性，具体参见表 4。
表 4   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组态分析
Table 4  Group Analysis of High-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条件组态
	分组路径

	
	组织-文化型
	技术不确定型
	技术-环境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大数据发展水平
	
	
	
	

	财政资源支持
	
	
	
	

	上级压力
	
	
	
	

	文化开放度
	
	
	
	

	文化科学素养
	
	
	
	

	一致性
	0.989
	0.956
	0.964
	0.982

	原始覆盖度
	0.465
	0.450
	0.449
	0.316

	唯一覆盖度
	0.155
	0.006
	0.018
	0.084

	解的一致性
	0.962
	解的覆盖度
	0.724


注：、表示该条件变量存在，、表示该条件变量缺失，空白表示组态路径中该条件变量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边缘条件。
    1）路径一：“组织+文化”主导下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组态1表明，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开放度的存在发挥了核心作用。该组态的一致性水平为0.989，唯一覆盖度为0.155，其原始覆盖度为0.465。该路径能够解释约46.5%的智慧城市发展案例。另外约15.5%的智慧城市案例仅能被组态1所解释。代表城市为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和青岛等。在组态2中，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科学素养起到了核心作用，该路径能够解释45%的智慧城市发展案例。表明这两个条件有效提升的同时结合文化开放度和大数据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代表城市有成都、北京、长沙、天津、南京和杭州等。根据结果对比显示，组态1和组态2的核心条件均为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理性。根据其对应的一级条件，将这两种组态归纳为“组织+文化”型主导下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以深圳来说，早在“十二五”期间，深圳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打造“智慧深圳”，并把这一战略定位于下一步工作重点。2013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以高科技、人文、生态、智能为核心的《智慧深圳建设实施方案（2013—2015）》。深圳市在“U交通战略”框架下，已经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运输指挥中心，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智慧交通”；与此同时，在安全领域，物联网技术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被称为“安全之都”。
2）路径二：“技术不确定型”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组态3中除了大数据发展水平为不确定状态，其余变量财政资源支持、文化理性都核心存在，另外上级压力为边缘存在。它们的有效提升都会显著提高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将其命名为“技术不确定型”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代表城市为成都、重庆、杭州、长沙等。以成都为例，2013年作为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十三五”期间，成都智慧城市进入建设期，连续3年被评为“智慧城市”；自2021年起，成都启动“智慧蓉城”，通过加强大数据分析，推动信息共享，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管理等领域，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3）路径三：“技术+环境”主导下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组态4表明大数据发展水平和上级压力的重要性，在资金匮乏和文化理性缺失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实现高水平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并将其命名为“技术+环境”型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该路径表明大数据发展水平结合上级压力的提升会显著提升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代表城市为贵阳。贵阳市于2013年8月被确定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贵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以加速贵阳市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为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对贵阳智慧城市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贵阳在政策和大数据产业的支持下，加快了信息化建设步伐，开发了智能化应用软件，推进了智慧城市建设。
另外，对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体见表5。
表 5  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组态分析
Table 5  Group analysis of low-leve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条件组态
	组态1
	组态2
	
	条件组态
	组态1
	组态2

	大数据发展水平
	
	
	
	文化科学素养
	
	

	财政资源支持
	
	
	
	一致性
	0.959
	0.979

	上级压力
	
	
	
	原始覆盖度
	0.625
	0.487

	文化开放度
	
	
	
	唯一覆盖度
	0.174
	0.037

	解的一致性
	0.953
	
	解的覆盖度
	0.661


注：同表4
由表5可知，这两种组态，所有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都大于0.75（解的一致性为0.953），这两种组态可视为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充分条件组合。组态1显示大数据发展水平不足、缺乏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开放度对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起到核心作用。组态2表明，大数据发展水平缺乏、财政资源支持以及上级压力缺乏发挥了核心作用，文化科学素养为边缘存在、文化开放度不确定。对应的样本城市有西宁市、兰州市、海口市、呼和浩特市、太原市和长春市等。这5个条件的差异性结合，构成了低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多种路径。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与校准范围两种方式[33]。具体而言，一致性阈值的调整幅度由0.9下降至0.85；以6%, 96%代替5%, 95%对校准范围进行调整；经过仔细检查，尽管结果组态间存在轻微差异，但总体上差异不显著，且彼此间存在明确的子集联系。从而得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较好。
5	重点城市及城市群智慧城市发展差异化路径解析
受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区域间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此外，区域间体制环境的差异，也会造成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上级压力和文化理性等因素对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作用。为此，本研究拟按照《中国大数据发展态势与大数据发展指数研究》中对东部、中部、西部各省的分区，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对各个区域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不同区域在技术、组织、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对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所得结果见表6。
表 6  东、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高水平）组态分析
Table 6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High Level) Grouping Analysi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分组路径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5
	组态6

	大数据发展
水平BD
	
	
	
	
	
	
	

	财政资源
支持FS
	
	
	
	
	
	
	

	上级压力SP
	
	
	
	
	
	
	

	文化开放
度CO
	
	
	
	
	
	
	

	文化科学
素养CS
	
	
	
	
	
	
	

	一致性
	0.997
	0.997
	0.979
	0.984
	0.987
	0.989
	1

	原始覆盖度
	0.459
	0.397
	0.394
	0.459
	0.584
	0.620
	0.674

	唯一覆盖度
	0.251
	0.039
	0.037
	0.031
	0.156
	0.076
	0.130

	解的一致性
	0.988
	0.988
	0.990

	解的覆盖度
	0.685
	0.615
	0.750


注：同表4
从表6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存在3种组态（路径）。组态1显示，文化开放度是其核心存在条件，而大数据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支持作为其边界存在条件，也是推动其发展和建设的动力。组态2表明，文化开放度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大数据发展水平、上级压力和文化科学素养作为辅佐条件使得智慧城市得到良好的发展建设。组态3表明，即使在大数据发展缺乏的条件下，文化开放度作为核心存在条件，财政资源支持、上级压力和文化科学素养作为辅佐条件，也会驱动高水平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代表城市主要包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北京、杭州、青岛7个城市。
上述智慧城市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对于大数据发展水平和文化开放度的需求很高，而上级压力相对缺乏。其中，上海、深圳、广州和南京是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在这4个案例城市加大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统筹和扶持，加大对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技术和文化支撑力度，以此来缓解来自上级的压力。从中部地区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两条路径可以看出，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文化开放度和文化科学素养作为核心条件，或者以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上级压力、文化开放度作为核心条件，构成了中部地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核心要素，通过不同核心要素与边缘条件的组合才能实现高水平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通过对西部区域的实证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科学素养是其核心条件，上级压力和文化开放度是其辅助条件。西部地区在技术、组织、环境和文化等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这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推进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强化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的压力、强化对外文化开放度的结合的方式来推进，也可以通过强化文化科学素质与财政资源的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
但是根据前文所述，广州遵循“组织+文化”型的发展路径，不过，“十四五”规划、划出台后，广州还将在今后5 a内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级的“智慧都市”。广州将始终坚持走“大数据发展中心为依托辅之同侪竞争为补充”的“技术+环境”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这意味着，相对于广州现阶段的区位、特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传统的“组织+文化”已经不适应其智慧城市发展需要，亟需进行符合自身资源的路径变革。同理，重庆市的发展路径在前文所述中是“技术不确定型”，但根据《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19—2025年将持续提升智能产业发展质量，深化智能化应用，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渝北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建设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示范引领区，赋能助力渝北区建设成为“四个大区”。
实践表明，当地政府迫切需要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特点，来选择合适的道路与方式，促进东、中、西3个区域的政府治理能力平衡发展，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现代化。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35个重点城市为研究对象，以TOE-C理论为基础，采用fsQC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5个关键影响因素对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并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核心因素和可能的提升路径。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单一变量的观察，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支持、上级压力以及文化开放度和文化科学素养这5个因素不能单独成为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全面路径分析，发现高水平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背后是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存在3种不同的动态组合路径，它们分别是“组织+文化”、“技术不确定型”和“技术+环境”主导下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这3种模式都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产生了影响。
2） 导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即大数据的发展不足、缺乏财政资源支持和文化的缺乏开放性，都被视为关键因素。
3）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状况的制约，智慧城市在东、中、西部3个地区的发展轨迹存在明显差异，而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上，智慧城市的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
6.2  理论贡献
1）以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特点为依据，以TOE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可进行调整与扩充的TOE-C框架。不同于已有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将“技术-组织-环境-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整合。然后结合中国具体情境，拓展和完善TOE-C理论体系，总结各种因素对智慧城市发展的作用，并进行定性比较研究。基于本研究，将深化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宏观环境与影响因素的认识，提升实证研究的内部有效性。
2）基于“组态视角”，综合考虑技术、组织、环境、文化等要素，建立TOE-C框架下的平行协作与联动匹配模型，丰富TOE理论对“原因复杂度”的诠释。现有研究多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视角，探讨单一因素对技术进步的“边际净效应”，缺乏从多要素联动匹配视角对技术进步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本研究将丰富现有的TOE-C理论研究体系，深化对智慧城市构建的技术理性与文化理性认识。
3）基于fsQCA模型，从“因果不对称”的角度，阐明其等效驱动机制和条件替换关系，探究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在技术、组织、环境、人文等各方面条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能够“殊途同归”，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智慧城市建设。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在理论上扩展对技术使用这一现象的解释。
6.3	政策建议
1）从技术、组织、环境和文化4个要素的共发性作用出发，揭示智慧城市建构的复杂性。这就意味着，在“整体视角”下，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已具备的条件和禀赋，注重多种要素间匹配，“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政策，从而形成差异化智慧城市发展道路。
2）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特点，制定相关措施，促进东、中、西3个区域政府治理能力平衡发展，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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